
評論｜台灣憲法法庭為何要求死刑一致決？能根除「恣意」問題嗎？

從過往十餘年的生死之辯案件的量刑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很難說恣意的問題不存在。

2024年9月20日，台北，憲法法庭。攝：陳焯煇/端傳媒

今年9月20日，台灣憲法法庭針對死刑是否違憲的問題做出判決。這則憲法法院判決出爐後，不少媒體以「實質廢死」的方式定位這號判決，意思是：雖然判決本身並未直球對決去否定死刑制度的存在，但卻加上了非常嚴格的程序性要求，讓死刑

的宣判變得更加困難。

倘若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似乎意味著我們目前關於生死之辯——選擇死刑或自由刑——的量刑判斷本身其實沒有問題。從而，才會認為當憲法法庭不直球對決死刑制度的正當性，而是提出更嚴格的程序性要求時，除了想利用程序性要求來「偷

渡」廢死立場外，該要求並不具備任何實質意義。但，關於生死之辯的量刑判斷真的沒問題嗎？假設有問題，那麽大法官提出的程序性要求有何意義？

台灣憲法法庭判決死刑部分合憲，但限縮適用走出艱難一步｜Whatsnew

延伸閱讀

跟從以上問題意識，以下本文嘗試在台灣死刑論辯的脈絡中，一步步思索憲法法院提出的程序性要求究竟有何意涵。

不直球對決刑罰制度正當性是近來趨勢

的確，如果單從本號憲法法庭判決來看，判決中並未對於死刑所承擔的刑罰功能以及相應的理論基礎問題有太多著墨。這與憲法法庭4月的言詞辯論所呈現的景象，似有存在極大差異。

言詞辯論時，憲法法庭找來的鑑定人們大多直接針對死刑制度的正當性問題加以探討；與之相反，憲法法庭9月所呈現的判決，則更多是對生死之辯的程序問題給予指示，或對可判處死刑的「最嚴重犯罪情節」例示可參考的判準。換言之，我們可看

到大法官們並不想針對死刑本身的正當性問題給予直球對決，做出一錘定音的論述。

但事實上，若在更大的時間區間下，觀察過去幾年牽涉「刑罰違憲審查」的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會發現大法官們在給出刑罰規範合憲與否的「說法」時，已經不是第一次不直球對決「刑罰制度本身是否（罪刑）相當」的問題。

生死之辯：台灣首次對死刑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實錄

延伸閱讀

舉例來說，從釋字第775號（累犯）、釋字790號（栽種大麻）到本號判決（死刑），大法官在回答這些刑罰制度的合憲性問題時，通常不會直接回答這些刑罰相關規定是否有正當的刑罰目的，也不會對是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提出詳盡的操作。

相反地，大法官往往都會以「現有規定或程序不夠細緻、完備」為起點，檢討這些刑罰規範。由於這些討論並不會直接觸及相關規範是否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深入探討，因此大法官通常也不會全盤否定這些被端上憲法法庭的刑罰規範的合憲性。

好比說，釋字775號解釋中，大法官們並未深究刑法的「累犯加重」制度本身有無正當性，而是反省「不區分過去犯罪的樣態就一律加重二分之一的刑度」是否合理。或者，大法官在790號解釋中只討論「目前的規定沒有考量栽種大麻的具體狀

況（是種很多還很少？是不是只自用？），就不分青紅皂白都科以重刑」這件事有問題，認為需要檢討改進。

與這一套論述脈絡相似，大法官在本次判決給出的「說法」——犯罪情節最嚴重且符合最嚴密正當程序時死刑合憲——中，並未詳論死刑制度本身的正當性依據及是否符合罪刑相當，而將重點放在目前進行「生死之辯」的判斷與程序仍不夠嚴

謹。就此而言，大法官在本號判決給出一套「說法」時，其實是延續其過去幾年來，面對刑罰規範合憲性問題時的常見論述方式。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97&id=351689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923-whatsnew-taiwan-top-court-upholds-constitutionality-capital-punishment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423-taiwan-abolitionist-debate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5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71


2024年9月20日，台北，憲法法庭。攝：陳焯煇/端傳媒

憲法法庭給出程序要求：職業法官一致決

到底在本號判決中，大法官做出什麼樣的程序性要求呢？除了言詞辯論、強制辯護外，在本號判決中最重要也最受矚目的要求，就是當法官在生死之辯的案件中要宣告死刑時，必須採職業法官一致決（以下簡稱：一致決）的方式，而不能僅滿足於多

數決的要求。而此程序性要求，也遭遇許多批評。好比說，在近來立法院中，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便批評這種即便是法律審都必須一致決的要求，不但在比較法上缺乏可見的例子，且也變相讓少數法官可能決定生死之辯的判決結果。

若一致決真的存在上述問題的話，那麼為什麼憲法法庭還會覺得這一項程序性要求有意義？為什麼採取一致決本身就能賦予被告「最嚴密」的程序保障？

雖然大法官沒有明說，但一個可能的答案或許是：如果生死之辯的案件必須透過一致決才能給出死刑判決，那麼生死之辯案件的恣意程度在「理論上」是會下降的，也就可達成更嚴謹的死刑量刑。本文猜想，這或許是本號判決之所以要求死刑必須經

一致決的一種可能理據。

不過，此理據能否言之成理，還有幾點需要釐清。

首先，生死之辯案件中的「恣意」到底意味著什麼？其次，關於生死之辯的量刑中的「恣意」，在過去量刑實踐中的樣貌究竟為何？畢竟，歷年來生死之辯案件的量刑中，若都能被證實不存在恣意的問題時，那大法官加上這樣的程序性要求，不只多

此一舉，也更顯可疑。

因此，在回頭檢視大法官的論述前，透過展示交給憲法法庭的法庭之友意見書的主要內容，呈現關於生死之辯的量刑是否存在恣意的初步實證研究成果，讓讀者能掌握過去台灣十餘年來的量刑狀況。

https://www.iias.sinica.edu.tw/blog_post/1672


2024年4月23日，台北，司法大廈。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何探討「恣意」問題？

在概念上，所謂恣意的決定，通常意味著決定本身並非出於理性。而非理性則通常會表現在兩點上。一方面，若決定本身非出於理性，那麼整體趨勢會變得難以預測，或說「無跡可循」——此意味著這些決定受到某些不好的影響，而偏離了應有的

軌跡或方向。但另一方面，有跡可循本身不見得都是理性的，若這種有跡可循，是出於人們決策過程中存在的系統性偏誤（如：種族或性別歧視），那似乎也不合理。

因此，如果要討論過去生死之辯的案件中，其量刑決定是否恣意，是否受到前文提及的不好因素的影響，我們或可從判決結果是否存在一些可疑現象，進而推敲判決過程是否受到非預期的影響，而可能存在恣意。

為此，我們觀察了2013年開始，所有因為故意殺人而至少被判過一次死刑或無期徒刑，並且在2024年3月前已經定讞的有罪判決（主要觀察這些判決最後一次的量刑決定），希望能夠觀察到，這些判決是否出現一些讓人覺得有恣意可能的可

疑現象。在此範圍內，我們總共察看了336個法官宣告的量刑決定（有時候一個人會被宣告很多個死刑，如鄭捷）。

對於這些案件，根據前文概念分析，我們得出的初步判準是：要證明不恣意，就不應出現「案件特徵類似，但獲得的量刑結果有較大落差」的狀況。或者說白一點，相似案件應該獲得相似的量刑結果。如果相似案件都不能獲得相似的量刑結果，那麼

似乎就很難說量刑的決定本身是有跡可循的，而要證成不恣意似乎就很困難。

如果我們同意以上判準，那麼接下來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第一，如何判斷量刑相關的特徵有多相似？第二，量刑結果差多大，才會被認為有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4%AD%E6%8D%B7


2024年4月23日，台北，三十七名死囚認為死刑規定違憲，聲請釋憲，憲法法庭召開言詞辯論庭。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何判斷案件是否相似？

要怎麼判斷案件特徵相似？我們參考司法院給法官們在審判殺人罪時可參酌的量刑系統，以及司法院、國內外專家學者們認為在做這些殺人罪的量刑時可能需要參酌的事項，總共設計出了149個小題，來記錄法院判決如何描繪這些案件。

這些小問題包含了犯罪情狀，如是否預謀、是否隨機殺人、被害者被砍幾刀、中幾槍、是否被性侵、是否棄屍；犯罪行為人的一些個人特徵，如學歷、工作經驗、前科、被家暴經驗、有沒有人格障礙、精神病或情緒障礙；以及犯罪後的表現，如是否

自首、是否表達歉意、是否獲家屬諒解。其目標在於藉由這些小題目標舉出每個案件的特徵，藉此衡量這些案件之間是否相似（即彼此的遠近關係），並且觀察這些比較近似的案件，是否在量刑結果也不會相去甚遠。

這種遠近關係的判斷，在需要考慮的小題較少時，或許還很直覺。好比說，只考慮「有無自首」時，可將案件分成有／沒有自首的兩群，並以此判斷說有自首的案件跟沒有自首的案件在這個維度上並不相似（亦即：疏遠）。而如果同時考慮「有無自

首」及「有無道歉」時，因考慮的題目增加，情況就比較複雜（此時為二維，分成四個象限）：（1）有自首有道歉；（2）有自首無道歉；（3）無自首有道歉；（4）無自首無道歉，並以此判斷案件之間是相似或相異。

然而，像這樣只考慮兩三種特徵，或許並不充分；是此，我們的目標，是一口氣從149個維度（149種情狀）來通盤思考這336個案件是否相似，並以統計學的方式幫助達成目標。

此方法的基本想法是：如果在149個維度中看不出來，那麽讓資料在不失真的情況下，將原本在高維度的遠近（相似）關係投射到二維，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來了？此概念通稱為「降維」（Dimension Reduction，降維的方法很多，

我們使用的是 UMAP）。透過降維，即可觀察這些案件是否相似——在高維度中較相似（距離較近）者，在二維的圖上會被畫在一起、彼此靠近並群聚在一塊；而在高維度不相似者，在畫面上就會被分得比較散。一個較理想、較不分散的示

例，見下圖。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80587


何謂量刑結果有落差？

此前，台灣已在2009年將兩公約內國法化，自願接受兩公約的內容為國內法。因此，如果要落實公約的要求的話，那麼只有公約所稱的「情節最嚴重犯罪」（the most serious crime）才能判死刑。換言之，有被明確說是情節最

嚴重犯罪的無期徒刑，在法官眼中應該是一種較值得非難的狀況（反之，明確說不是情節最嚴重犯罪的，大概可非難程度較低）。因此，我們將量刑結果從輕至重分五類：（1）有期徒刑；（2）非情節最嚴重犯罪的無期徒刑；（3）無期徒刑；

（4）情節最嚴重犯罪的無期徒刑；（5）死刑。

理想上，降維投影出的圖中，死刑案件旁邊不應突兀地出現：（1）有期徒刑；以及（2）非最嚴重犯罪的無期徒刑。

在進入分析結果之前必須提醒的是，這裡對於恣意的分析並不是直接指出哪個特定的死刑判決是有問題。相對的，這裡的恣意指的是「有相似特徵的案件，結果卻存在落差」，因此這個分析方式並沒有指出「什麼才是合理、應得的量刑標準」。

用比較形象化的方式來說，如果情節最嚴重犯罪是靶心，而死刑就是要打在靶心上時，這個分析不能告訴我們「正確的靶心」在哪。因此，這種分析方式並不能明確指出哪一個判決的量刑結果「判錯了」，也無法說明哪一個判決偏離了它應得的量刑

結果。

反之，如果我們的分析發現一群特徵相似的案件卻有大相逕庭、輕重有所落差的量刑結果時，可能意味著：第一，某些案件獲得了不應得的重判（白話：不該死的被判了死刑）；其次，某些案件獲得了不應得的輕判（白話：該死的確獲得輕判）。但

至少，我們可以透過分析知道，這些相似特徵卻有大相逕庭量刑結果的判決，在裁量空間下不太可能通通都是正確無誤。

下圖是把336個量刑利用149個變數捕捉其特徵後，透過統計軟體計算其遠近關係，並投影在二維平面後的結果。

從圖中可以看到，畫面一大區塊（畫面中間偏左區域，略為較下方一帶），都沒有死刑的觀察值，因此在這個如「淨土」般的區塊中，並無出現死刑與自由刑混雜交錯，甚至也沒有「情節最嚴重犯罪」與「非情節最嚴重犯罪」案件混雜交錯的情況。

而在這塊「淨土」外，則又可觀察到死刑和「非情節最嚴重犯罪」之案件甚至是和有期徒刑相鄰的狀況。與死刑案件在特徵上相似的其他案件（也就是下圖黃色方框處），則依然存在被認為「非情節最嚴重犯罪」及有期徒刑之案件（如翁仁賢、彭建

源、黃麟凱、邱合成等死刑案件附近都可以看到）。

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

延伸閱讀

此外，圖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情節最嚴重犯罪的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比鄰的情況。按照本文對於恣意所設下的判準，初步（prima facie）而言，似乎缺乏較明確的證據可以認定法院在「生死之辯」的量刑中不存在恣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F%81%E4%BB%81%E8%B3%A2%E7%B8%B1%E7%81%AB%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D%AD%E5%BB%BA%E6%BA%90%E5%8D%A1%E6%8B%89OK%E7%B8%B1%E7%81%AB%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B%83%E9%BA%9F%E5%87%B1%E6%AE%BA%E4%BA%BA%E6%A1%88
https://www.taedp.org.tw/topic/1063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6-taiwan-tseng-wen-chin


一致決能多大程度減少量刑恣意？

從前文可見，法院在關於生死之辯的量刑中，似乎仍難以完全避免恣意的問題。那麼，大法官開出的「一致決」藥方，會讓恣意問題從此藥到病除嗎？

純從理論上來說，當死刑只有在一致決的情況下才能宣判時，意味著死刑和其他量刑結果，將被拉開一段距離。由於死刑的宣判必須滿足更嚴格的條件，因此理論上法官們判出死刑的可能性將降低。而一但死刑被宣判的可能性降低，那具有相似案件

特徵卻「有的獲判死刑，有的只判有期徒刑」的情況自然也可能因此減少。就此，在程序上採一致決的做法，或許仍不失是帖藥方。

但是，到底這帖藥方能有多少「療效」？老實說，不清楚。

雖然過往的死刑量刑在法制上並不要求一致決而只需要多數決，但由於我們無從獲知法官們內部討論的結果為何，因此難以獲知過去的量刑決定到底是怎麼做出的。究竟有多少案件是法官們「異口同聲」決定量處死刑；又有多少案件是法官們基於

「票多的贏、票少的輸」的多數決就做出量刑決定？還是法官們會因為是「生死之辯」而更慎重，因此即便在多數決的規則下仍盡量達成一致意見？

實際上，由於法官內部的評議資料不公開，在缺乏相關公開資料的情況下，上述問題我們都無從得知，也因而難以評估一致決這帖「藥方」可獲得多少療效。

總結

總結前述，大法官在本號判決中選擇用更為嚴格的程序去限制死刑，而沒有直接針對死刑此刑罰制度本身的正當性進行詳述。但這項作法其實並不是本號判決才出現的狀況，而是大法官們近年來處理刑罰規範違憲審查時的常見作法。而從最嚴格的程

序出發及給出的職業法官一致決要求，最合理的解讀是，這是為了追求嚴謹的死刑量刑，希望避免量刑決定之恣意。

而從過往十餘年的生死之辯案件的量刑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很難說恣意的問題不存在。是此，憲法法庭企圖消除恣意的想法，似乎不是無的放矢。但是，不論是一致決或多數決，針對的都是法官們「內部」的決策程序所施加的限制。因此，這種要求

即便在理論上可能降低恣意問題，也會因為缺乏可進行進一步檢驗的相關公開資料，很難具體評估其實際成效。

就此而言，不論是死刑制度本身的正當性爭議，或是關於生死之辯的量刑有無恣意的疑問，或許都不會因為本號判決的出爐便一錘定音（或一刀斃命）地畫下休止符；那些在台灣社會一次次上演的死刑論辯，未來仍會繼續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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